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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關民主化與福利國家的研究過於強調兩者間的線性或是直接關係，

忽略了民主化過程中，社會政策的發展係受制於既有的制度和體制結構，特別

是資本主義體系結構。過去東亞福利國家的發展脈絡中，深受發展主義意識型

態所影響，社會政策被視作從屬於經濟政策底下，進而限縮了國家對社會保障

體系的制度選擇能力。基此，本文嘗試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透過臺灣的歷史

經驗分析，重新詮釋民主化對臺灣國民年金政策的影響，並說明國民年金如何

在生產體制、社會政策制度遺緒和政治制度間的互動中，最終以小整合的樣貌

出現。本文發現在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下，不僅形塑了臺灣零散的勞動市場體

制，並且透過不同方式分化工會，限制勞工集體行動的力量。另一方面，以中

小企業為主的生產體制，需透過壓低生產成本作為國際競爭的優勢基礎，因而

壓抑非薪資勞動成本即成為國家考量的核心議題之一，進而限縮國家對於社會

保障體系的制度選擇能力。其次，社會政策制度遺緒和政治制度之間的互動，

強化了威權體制遺緒下的階級差別待遇，使得反對勢力得以運用短期性的津貼

體系深化差別待遇，並以此作為爭取選民支持的策略。而此種針對特定族群的

選舉策略，主要是出自於選舉制度的設計。這些因素顯示了制度選擇的結構性

限制，讓國民年金體系的制度選擇限縮在分立式的路徑下，最終以小整合的路

徑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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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主化是現代國家必經的政治現代化過程。1980年代之後，新興工業國

家民主化經驗，提供了一個讓我們能夠檢證民主化與福利國家關係的機會

（Aspalter, 2002; Avelino et al., 2005; Haggard and Kaufman, 2008; Wong, 2004; 

周怡君，2004；施世駿、葉羽曼，2011）。一般而言，從非民主國家（如威權

體制國家）轉型到民主國家的過程中，因為國家必須維持其執政的正當性以

及社會穩定，社會政策成為新興民主國家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透過社會政

策的制訂與實施，新興民主國家可以有效地維持其執政的正當性以及社會穩

定，加以創造在此一轉型過程中依然有利於資本主義運作的制度環境。而且

更重要的是能夠透過社會政策促進民主政治的發展，進一步深化民主，維持

民主政治體制的運作。

一般而言，民主化對社會政策的影響是建立在對中間選民偏好的假設

（Meltzer and Richard, 1981）：在民主政體中，以及所得分配呈現右偏峰的條

件下，政治行動者會傾向以普及式的福利政策爭取中間選民以及中下階層選

民的政治支持。因此，相關研究都傾向認為民主化會有利於「重分配政策的

發展」和「普及式福利政策的建立」（e.g. Avelino et al., 2005; Haggard and 

Kaufman, 2008）。有關東亞福利國家研究也清楚地指出在 1980年代中後期之

後，特別是臺灣與南韓，民主轉型以及民主體制的深化，有效且正面地影響

了東亞福利國家的形成以及體制的制度結構。亦即民主體制的深化，逐漸地

改變了東亞福利國家的特色，包括保守且集中在特定少數優勢族群的社會保

險體系、殘補式的社會福利政策原則、雙元勞動市場、著重以家庭為主的福

利供給體系，最重要的是社會政策由從屬於經濟政策底下（Holliday, 2000; 

Holliday and Wilding, 2003; Lee and Ku, 2007; Tang, 2000），逐漸地改變成為

普及式的福利體系，國家作為主要的福利供給者的角色也逐漸地加重，最後

則是從屬於經濟政策底下的社會政策逐漸被視作具有獨立性格的法定政策，

也就是說社會政策的目標從經濟成長或是不阻礙經濟成長轉變為所得重分配

或是風險分擔（Aspalter, 2002; Peng and Wong, 2008; 2010）。換言之，國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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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的角色逐漸地由規範者、殘補式的政策供給者轉變為普及式福利政

策的供給者（Aspalter, 2002; Kwon, 2005; Park, 2007; Wong, 2004）。

如果，民主化不僅是促進福利發展，也是促進普及式福利政策的政策動

力，那麼：「為何臺灣國民年金體系採取的是小整合模式，1而非普及主義的

大整合模式呢？」民主化觀點雖然對解釋東亞福利國家近來的福利擴張有著

相當重要的理論地位，但是傳統民主化觀點過度著重於民主化與福利國家之

間的線性或是直接關係，而忽略了民主化的發展是建立在既有的制度體系之

上。民主政體並非出現於真空的環境中，「當代的」2民主政體是建立在「資

本主義」發展體系的基礎上。3如果忽略了決定行動者的偏好以及利益的資

本主義體系，那麼我們很可能在瞭解民主化與福利國家關係的過程中，形成

錯誤的理論假設或者是推論。

基本上，我們認為民主政體的建立，提供了市民社會或是組織化團體政

治行動的機會與場域。從非民主國家到民主國家的轉型過程中，市民社會與

組織化團體藉此能夠有效地發聲，並利用民主運作的機制促使政府或是相關

重要的政黨能夠提出有利於他們的社會福利政策。我們更進一步認為市民社

會與組織化團體的經濟偏好與利益是決定於以及被建構在既有的制度環境脈

絡中，亦即資本主義的制度脈絡，也就是目前政治經濟學界所稱的「生產體

制（production regime）」。簡單地說，我們認為民主化對社會政策的效果是被

1  小整合模式，係指制度設計的涵蓋人口群僅包括那些被排除於勞工保險、軍公教相關年金
保險體系，以及農民保險以外的人口群。這些人口群主要以沒有工作的家庭主婦、學生為

主，亦包括被暫時排除於勞工保險或是軍公教相關年金保險的失業人口群。因此，其涵蓋

人口群相對有限。根據勞保局的資料，2011年7月時的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口為3,935,371
人。相對於小整合模式，大整合國民年金模式，則是指整合各類年金保險體系成為一個涵

蓋全部人口群的普及式社會保險體系。透過此一普及式社會保險體系，加以解決風險分擔

以及道德風險的問題。

2  當代的民主政體，在此，我們係指自 19世紀末開始逐漸從不同的非民主體制轉變成為民主
體制的國家，當然也包括了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但是，實際上，古希臘也曾經歷過民主

政治，故在此我們特別強調當代的民主政體。

3  Rueschemeyer et al. （1992）研究當代民主政體轉型過程中，包括了先進國家、拉丁美洲國
家，以及中美洲國家，清楚地指出政治自由化與經濟自由化的程度是息息相關的。其他諸

如現代化理論，Flora and Alber （1981）也指出經濟發展與民主發展皆是國家現代化過程中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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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制度環境（生產體制）所形塑以及限制。然而，目前相關研究僅強調

民主化與社會政策發展的關係，卻忽略其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此作為一個中

介的影響效果。因此，本文所要強調的即是民主化之後的福利政治依然是鑲

嵌在臺灣特定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且希望藉此補足目前民主化對社會政策

影響的討論之不足。

底下，可以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即是回顧目前有關於民主化以及

福利國家的相關文獻，而且會特別著重於東亞福利國家的討論，並且討論新

結構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就是 Varieties of Capitalism（VoC）。其次，由於本

文的基本假設是認為年金體系的形成與制度結構是建立在與生產體系形成制

度的互補關係上，因此，會透過臺灣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歷史形構瞭解所謂

的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而發展主義是形塑臺灣福利體制的核心概

念。第三，我們會透過歷史追蹤分析的方式瞭解臺灣國民年金體系的形成，

並且從生產體制的觀點，瞭解在民主化過程中，不同行動者如何受到既有制

度以及生產體制的影響。最後則是結論。

貳、文獻探討—福利國家政治經濟學取向

民主化觀點4的理論起源相當分歧，包括了現代化觀點、5馬克思主義

4  在此，我們所回顧的文獻主要以涉及民主化與福利國家關係的研究為主，因此並不著眼於
民主轉型的文獻。有關民主轉型或是探討民主化制度條件的相關文獻，多可參考 Acemoglu 
and Robinson（2006）、Rueschemeyer et al.（1992）、Haggard and Kaufman （1997）等。

5  現代化理論觀點可以回溯到英國社會學家，T. H. Marshall（1963）研究英國公民資格（citi-
zenship）的歷史演化，指出英國的公民資格是建立在順序性的資本主義歷史演化過程上。
首先是市民權（civil right）在 18世紀興起，主要賦予市民私有財產權，且透過私有財產權
的擁有，個人被賦予身為社群會員的人格。在市民權之後，擁有財產權的市民，在 19世紀
逐漸地被賦予各式各樣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在此世紀興起的政治權（political right）包括
了類似選舉權、被選舉權等。而政治權的普及化，也就是普及性投票權的制度化，在 20世
紀透過政治行動促使政府改善公民的生活條件，包括了如教育、福利政策的實施等，此被稱

作社會權（social right）。從Marshall的公民資格演化論可以發現政治的民主化，也就是普及
式的投票權，是促進社會權興起的主要先決條件之一。而福利國家的建構即是建立在國家

與公民之間社會權的社會契約之上。因此對他而言，政治自由化是福利國家興起的條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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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6等。7但論及比較福利國家政治經濟學的民主化觀點，「中間選民觀點

（the median voter perspective）」常常被提出作為解釋民主化如何影響國家重

分配政策，如Meltzer和 Richard（1981）即指出政府支出的規模是被中間選

民的偏好所決定。他們的理論主要有兩個假設，第一，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經

  一。此外，另外一個現代化理論則是 Flora and Alber（1981），他們從涂爾幹的功能分化觀點
闡釋現代化對福利國家的影響。他們指出現代化是包含經濟、政治等多面向的社會現象，

其中，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包括如勞動市場從以農業為主的社會轉變成為以工業部門

為主的社會、大量的勞動者變成受薪階級、女性開始進入勞動市場等等，形成了當代我們

所面臨的社會風險，如失業、退休、職業災害等。這些在經濟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所產生的

社會風險，促使了國家必須透過社會政策的實施加以社會化社會風險所帶來的成本。然而

更重要的是，他們進一步指出，國家並非是消極性且功能式地制訂社會政策，而是因為政

治現代化（即民主化），促使社會需求變得明顯可見，而且透過組織化的政治行動，促使國

家以集體性的方式滿足這些因為經濟現代化所興起的社會需求。

6  除了現代化觀點之外，馬克思主義亦是民主轉型以及福利國家興起的主要理論觀點之一。其
中，權力資源理論（power resource theory）強調組織化的勞工動員是民主化與福利國家的主
要決定性因素（Esping-Andersen, 1985; 1990; Esping-Andersen and Korpi, 1984; Korpi, 1983; 
Rueschemeyer et al., 1992; Stephens, 1979）。權力資源理論指出，強調經濟現代化形成了兩
個主要的對立階級，分別是掌握生產工具與資本所有權的資產階級，以及必須依賴勞動力

作為商品的受薪階級。勞動階級成為資本主義體系下被剝削的階級，他們必須依賴政治民

主化取得政治上的影響力，透過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社會福利體系改善其生
活條件，並且強化他們在經濟上的自主性；因此，資產階級對於任何具有去商品化性質的

社會政策都是採取不情願或甚至是敵對的態度。其中，Rueschemeyer等人（1992: 302）指
出勞動階級之所以可以透過政治民主化獲取政治影響力，是因為資本主義本身發展過程中

所產生的內部矛盾。Stephens（1979）就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一個資本逐漸集中化的過
程。此一集中化的過程不僅讓資本逐漸地集中，且也讓勞動階級逐漸地產生階級意識，以

及勞動階級溝通的機會開始增加，使得他們可以透過此一集中化的過程，同時形成組織化

的群體，進而能夠解決集體行動的問題。勞動階級可以透過集體行動改變政治行動者之間

的權力資源分配，使得勞動階級能夠在政治權力上佔有絕對的數量優勢。而此即成為福利

國家的基礎。因此，簡單地說，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矛盾形成了福利國家基礎。勞動階

級透過組織化的集體行動爭取社會政策以及其他政策的制訂，加以改善其勞動條件以及生

活水準。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創造民主化與福利國家的基礎條件（Stephens, 1979; 
2007）。

7  雖然現代化理論或是馬克思主義觀點皆強調民主化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上，但是
他們兩者皆沒有將民主化視作是促進福利國家的直接因素。像是現代化理論即著重在國家

如何被動地解決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問題；馬克思主義觀點則是強調勞工動員力量

以及左翼政黨是促進社會政策發展的主要決定性因素。因此，這兩者觀點皆是將民主化視

作一個間接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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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會造成所得分配不均，形成所謂右偏峰的所得分配情況。此一不平均

的所得分配會增加對所得重分配政策的政治支持。第二，民主化是選舉權擴

張的過程，而此一過程會逐漸地納入那些所得低於平均的公民。且這些公民

在投票的過程中，是理性的且擁有完全的訊息。因此，多數決的民主體制下，

所得約莫為中位數所得的投票者（中間選民）即成為政策形成的主要行動者。

一般而言，高所得者會傾向較低的稅以及較少的重分配政策；而低所得者以

及中所得者則是傾向較高的稅以及重分配政策。民主化增加了相對低所得者

的投票權，而這些低所得者會偏好重分配政策。因此他們假設民主政體比較

有可能出現較大的政府規模以及較多的重分配政策。8

基本上，中間選民觀點著重於體制差異對國家重分配政策的影響，量化

的經驗性研究亦證明體制差異是有顯著性的影響。9但是，中間選民理論觀

點，在解釋臺灣國民年金體系的形成時有兩個問題。第一，中間選民的基本

假設是建立在行動者微觀行為偏好的集合，忽略了中間選民或者是中產階級

本身就是一個不夠精確的詞彙。中間選民是一個相對複雜的行動者，可能有

著不同的偏好，因此很難假設中間選民能夠有效地形成投票行為的集體行

動。10如果偏好不一致，且集體行動邏輯的問題無法解決，如何預期中間選

民能夠決定社會政策發展呢？第二，中間選民觀點所設定的依變項是政府規

模，而非制度結構。故此觀點無法解釋國民年金體系會採用小整合模式，而

非大整合模式。

Joseph Wong對臺灣與南韓健康政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更為細緻的觀點

以闡釋民主化對社會政策發展的影響。Wong（2004）指出民主化是一個動態

的過程，因此將民主轉型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威權體制崩潰期（authoritar-

8   “Any voting rule that concentrates votes below the mean provides an incentive for redistribution 
of income financed by (net) taxes on income that are (relatively) high. Extensions of the fran-
chise to include more voters below mean income increase votes for redistribution and, thus, 
increase this measure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Meltzer and Richard, 1981: 916)

9   Huber et al.（2008）、Avelino et al.（2005）、Rudra（2008）、Segura-Ubiergo（2007）、Haggard 
and Kaufman（2008）的研究皆指出民主化對福利國家發展的正向影響。

10   這一點，Downs（1957）即已指出在投票行為中，集體行動之所以難以出現主要是因為投
票者所能獲得的資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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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breakdown）、民主突破期（democratic breakthrough）、民主建構期（demo-

cratic crafting）和民主鞏固期（democratic consolidation）。威權時期，臺灣與

南韓的社會政策制訂從屬於經濟政策底下，主要是因為臺灣與南韓是新興工

業國家，必須透過國家領導（state-led）的發展型國家體系，將發展資源引導

到策略性的產業，進而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因此，此一時期，充分就業成

為主要的政策目標，去商品化的社會政策則是必須建立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

先決條件之上。其次，民主突破期，改變了臺灣與南韓社會政策制訂的邏輯。 

政黨競爭逐漸變得激烈，社會政策逐漸變成選舉中的議題之一，雖然可能不

是主要的議題。普及式的社會福利政策被視作最能夠直接贏得多數選票的政

策工具之一。臺灣與南韓都在此時期將健康保險體系擴展到全民。第三，則

是民主建構期，民主化對社會政策發展的效果不僅是在社會政策的擴張，也

包括了對福利改革的抵抗。特別是在面臨經濟不安全時，政治參與越來越積

極的市民社會組織，逐漸地可以利用不同的方式表達其意見，促進政府擴張

社會福利或者是阻擋相關福利退卻的措施。最後，民主鞏固期，則是進一步

改變了傳統社會政策從屬於經濟政策的特色，社會政策逐漸地具有西方福利

國家的意涵，所得重分配、風險分擔和新理念逐漸地滲透到社會各層面。這

是理念層次或是規範層次的改變。簡單地說，Wong認為民主化會促成國家在

社會福利供給的轉變，傳統上採用選擇式福利體系的臺灣與南韓會逐漸朝向

普及式福利政策發展。近來許多研究都支持此一論證（Aspalter, 2002; Kwon, 

2005; Park, 2007; Peng and Wong, 2008; 2010; Wong, 2004）。

Wong的研究解釋了民主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且不同的時期，民主化對

社會政策的影響是有所不同的，這是與其他相關研究最大的差異。他也指出

民主化對社會政策發展的影響是建立在特定的制度脈絡條件上，這一點在近

來的研究中也被強調。施世駿和葉羽曼（2011）指出政治民主化對臺灣國民

年金制訂的影響是決定於憲政體制的設計。他們發現在國民年金議題討論的

過程中，早期由於一黨執政（立法和行政皆由國民黨掌握），因此雖然面對

了反對黨在選舉上的競爭，但是依然可以通過普及式的全民健康保險，以及

提出大整合式的國民年金體系。然而由於全民健保的實施以及 921地震的影

響，使得國民年金的立法被延宕。不過在之後，由於憲政結構的改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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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在 2000年執政之後，面臨立法與行政不一致的情況底下，否決點的

增加，使得國民年金保險的設計傾向小整合式。換句話說，他們認為民主化

對國民年金的影響是決定於憲政結構的設計，也就是說憲政改革讓國民年金

體系走向分立式的模式。但是，臺灣的國民年金體系從經建會接手之後，提

出「業務分立，內涵整合」的概念，是在憲政改革之前發生的。換句話說，

分立式的國民年金體系並非是憲政改革的結果。或者應該說，否決點的增加

讓政策改革更加困難。基本上，此種著重於政治因素的觀點忽略了行動者的

政策偏好與利益形成的問題。從政治因素的觀點分析時，必須意識到憲政結

構是「遊戲規則（the rule of the game）」（Immergut, 1992），決定了行動者在

政策決策過程中的策略模式，但是行動者的偏好則是根基於其政治與經濟利

益，而此政治與經濟利益是決定於其經濟結構。因此除了憲政結構之外，經

濟結構亦常常被論及是影響民主化對福利國家效果的因素之一。

Haggard（2005）以臺灣、南韓、菲律賓以及泰國四個亞洲國家為例，解

釋民主化對社會政策發展的影響是如何被過去的制度遺緒以及財政環境所影

響。研究發現民主化透過新遊戲規則的制訂，改變了政治行動者之間的權力

分配，進而對社會政策擴張有著正面的影響效果。如臺灣、南韓與泰國，這

三個國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民主化使政黨有利用社會政策爭取選舉支持的

誘因，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在財政允許的情況下，也能夠開辦社會政

策。另一方面，民主化雖然在菲律賓有類似的效果，使得政治行動者必須更

注重社會政策，但是菲律賓政府的財政情況卻不允許大量的社會政策開辦。

國家財政情況的差異決定於以往的制度以及實際的經濟狀況。此外，Hag-

gard和 Kaufman（2008）研究東亞、拉丁美洲以及東歐福利國家的發展，發

現雖然民主化對社會政策發展有顯著影響，但是其效果決定於或至少被其他

因素所影響。社會主義發展導向的東歐福利國家，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經開辦

許多優渥的社會福利政策，但是在 1990年代之後，由於受到經濟情況的限

制，讓優渥的福利體系面臨削減的壓力，雖然許多國家都進行了一系列的福

利改革以減少福利支出，但是其規模已受到民主化的影響而有所限縮。類似

的情況發生在拉丁美洲。事實上，拉丁美洲在 20世紀初期就已經建立了社

會保險體系，但因其採取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而使得其社會福利政策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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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中的優勢族群為主，如軍公教人員。在民主化之後，社會保險體系逐漸

地擴展到其他社會族群，以及一些以弱勢族群為主的社會政策亦被視為是解

決社會問題和爭取選票的方式之一。然而，民主化對社會政策發展的效果，

卻依然受到經濟危機的限制，而無法像東亞國家一樣能夠大量地擴張。民主

化、經濟成長較佳以及較輕的財政限制，使得東亞福利國家在 1980年代中

後期民主化之後，能夠擴張既有的社會保險體系或者是開啟許多新社會福利

政策，解決社會需求以及回應政治需求。

可以發現 Haggard和 Kaufman（2008）已經開始嘗試著透過政治經濟學

的理論觀點闡述民主化對社會政策發展的影響。一般而言，民主化理論觀點

被歸為政治解釋。雖然跳脫於經濟決定論，如工業邏輯以及資本主義邏輯，

但是民主化理論觀點依然存在著功能決定論的傾向，太過強調民主化作為影

響福利國家發展的「直接」因素。我們認為應該將民主化視為一個間接的影

響因素，因為民主化的本質是改變了政治體制，而非福利國家。政治自由化

促使在威權體系底下的潛在社會需求被激化與正視。在民主體制底下所進行

的政策協商以及選舉策略，是決定於行動者的物質與政治偏好。且我們必須

更進一步指出這些偏好並非產生於真空的體系中，而是被既有的體制與制度

結構所形塑。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些既有體制與制度結構作為形塑民主化對社

會政策發展的作用與功能，那麼極易無法釐清民主化與社會政策發展之間的

複雜關係。因此，我們認為必須透過政治經濟學的取向才能夠釐清兩者之間

的關係。

新結構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取向

「民主化對福利國家的影響是被國家政治經濟制度脈絡所形塑或者是決

定，因為行動者的偏好被他們所處的結構性脈絡所決定。」對馬克思主義者

而言，此一結構性脈絡即是資本主義體系。更進一步，也就是說，臺灣的資

本主義體系結構形塑了民主化如何影響年金體系的發展。近來，比較政治經

濟學開始強調資本主義體系的制度性差異如何影響福利國家的發展與制度。

Hall和 Soskice（2001）所編著的 Varieties of Capitalism（VoC）是此一比較政

治經濟學取向的主要論著之一。VoC根據四個主要與企業行動者相關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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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類型的差異，11將其相關的制度類型區分成「協合式市場經濟體（Coor-

dinated Market Economies, CMEs）」和「自由式市場經濟體（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LMEs）」。此一區分是因為不同的制度領域之間形成所謂的制度互

補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y），12而讓制度領域之間產生互相依賴的關

係，進而強化制度本身的特殊性。因此，LMEs和CMEs兩者所立基的制度性

比較利益（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即有所不同。前者，傾向透

過快速創新以及壓低勞動成本作為價格競爭優勢；後者，則是透過高品質的

產品作為市場競爭策略。此一差異即會形塑行動者的偏好。譬如在社會政策

體制中，LMEs的企業行動者較偏好低社會保障，並且期待將此一社會保障

成本轉化到國家身上；企業在CMEs中，立基於其制度性比較利益，傾向透

過企業或是國家建立社會保障體系，解決技術形成的囚犯困境或者是企業之

間集體行動的問題，甚至將其作為資本累積的政策工具（Ebbinghaus, 2006; 

Jackson and Vitols, 2001）。因此，延續制度互補性觀點，即可發現不同的生產

體制會有相對應的福利體制互相鑲嵌。一個常被提出的例子即是技術形成。

強調勞工技術的可攜性（portability）和專殊性（specificity）程度，形塑出勞

資雙方對社會保障偏好的動態關係。技術專殊性決定了勞工的所得，以及其

對重分配的需求；技術可攜性則決定了勞工是否易暴露於勞動市場風險中，

進而影響其對社會保障的需求（Estévez-Abe et al., 2001; Iversen, 2005）。據

此，VoC的核心在於行動者的偏好是被所處的資本主義體系結構所形塑和決

定的。在不同的資本主義體系結構下，因為其比較（制度）利益的差異，而

對政策有著截然不同的偏好。

除了資本主義體系結構的差異之外，另一方面，行動者的風險分擔能力

也影響著其對政策設計的偏好。風險分擔能力低的行動者會傾向將風險成本

11   在他們的論著中，主要區分了四個制度領域，工業關係、技術形成體系、金融體系和企業
之間的關係。

12   制度互補的概念主要來自於制度經濟學，最基本的定義：「制度之間的互補或是鑲嵌，可以
理解為不同制度場域中的個人或策略之間所產生類似均衡的回饋作用。」（Hall and Soskice, 
2001: 17）換句話說，制度互補是來自制度互依增強了行動者決策之功能效益（Amable, 
200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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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化到國家；但是，對於風險分擔能力高的行動者而言，他們可能傾向將

其風險成本內部化，因為這些行動者對於政策其他面向的偏好可能高於風險

成本，如行政控制或者直接作為企業中人力資源管理的政策工具。Mares

（2003）就指出大企業會希望透過社會政策的制度設計，解決技術形成和資

本累積的問題，而非著重在政策成本上。另一方面，小企業則是因為本身無

法有效地承擔風險，而需將社會保障體系外部化於國家，透過國家建立社會

保障體系以減少風險。在此一觀點下，社會政策就不再單純地被視為是「政

治對抗市場」（political against market）的去商品化結果，而是「市場的政治」

（politics of markets）（Ebbinghaus, 2006; Iversen, 2005）。

「市場的政治」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考量的不僅是民主化如何影響社

會政策發展，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體系結構的運作邏輯如何影響民主化對

福利國家的影響。結構主義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

國家必須要能夠創造有利於資本投資的條件。換句話說，也就是必須去滿足

體系的需求，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即是資本積累（Wetherly, 2005）。為了滿

足此一體系需求，國家或者是其他行動者，在制訂政策的過程即必須考量到

此一資本積累的需求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此一需求在後進工業國家中，為

了從邊陲國家或是半邊陲國家發展到核心國家，更顯得重要，甚至必須依賴

國家非市場性的政策干預以滿足資本主義中資本積累的需求。

因此，在VoC的觀點下，單純從民主化的觀點分析東亞社會政策發展會

忽略了社會政策在本質上是鑲嵌在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中—不同的資本主

義體系結構會形塑不同的年金體系。我們認為，雖然民主化促進了臺灣年金

體系的發展，但是其制度設計卻是被經濟體系所限制與形塑的。在臺灣以中

小企業為主的發展型國家體制底下，受限於中小企業的風險分擔能力，以及

發展主義遺緒的影響，國民年金體系會以小整合為主，避免傷害經濟結構的

比較（制度）利益，最終形成分立式的年金體系結構。因此，基於此一前提，

若企圖瞭解臺灣民主化之後的年金體系發展，首要的任務即是瞭解臺灣資本

主義的發展與結構；更重要的是，臺灣的社會政策體系是如何鑲嵌於此一資

本主義的發展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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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灣的資本主義結構—發展主義遺緒的形成

臺灣的資本主義結構是建立在雙重企業結構的發展型國家經濟體系上

（Choi, 2009; Fields, 1995; Whitley, 1999）。首先，臺灣資本主義結構體系最重

要的特色是在於其雙重企業結構體系，一方面是以進口替代產業為主的國

營、黨營企業以及大型的私人企業，另一方面則是建立在以出口導向為基礎

的中小企業。前者，透過國家各種干預方式，如保護主義，加速國內進口替

代產業的發展（Fields, 1995; Wade, 2004）。為了維持其產業發展，國家社會

政策的導向是透過社會保險體系維持其政治的合法性，並且減少勞資衝突、

維持總體需求、保障傳統部門的中產與核心勞動階級的薪資水準（Wibbels 

and Ahlquist, 2011: 132）。早期實施的軍公教保險和勞工保險法，明顯地主要

是提供給中大型企業為主，並且集中在特定的族群上（Haggard and Kaufman, 

2008; Mares and Carnes, 2009: 98–99; Wong, 2004）。也就是說，職業分立的社

會保險體系是建立在政治侍從主義以及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上。

另一方面，以出口導向為基礎的中小企業，亦是臺灣資本主義體系的核

心，以及比較（制度）利益的來源。臺灣的中小企業是以家族為核心，不斷

地擴散其企業組織結構。透過大型的國營、黨營和私人企業的外包制度，中

小企業能夠以此為基礎進而發展。基本上，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小企業的

產品佔出口的三分之二，支撐臺灣出口擴張之經濟發展。13特別是臺灣在 70、

80年代所構築起來的「世界加工基地」，在結構上都是低裝備、低附加價值、

低工資的產業別，屬於規模經濟效果低的勞力密集型加工產業，使中小企業

有其競爭力和生存基礎。在此一基礎上，再加上自然資源的困乏，臺灣的經

濟發展策略逐漸地從以大型企業為主的進口替代轉向以中小企業為基礎的出

口導向政策。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出口導向政策意味著其發展策略對彈性化勞

動市場的依賴：低薪、低技術、低就業安全和快速轉換的年輕勞動力（Deyo, 

13   2011年臺灣中小企業已高達 97.63％，受僱人數為 77.85％（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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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33–34）。臺灣政府不僅掌握了勞資協商體系14（Deyo, 1989: 145），同

時，以家庭為核心的中小企業，形成了「自我剝削」式意識型態（謝國雄，

1997: 77）。因此，對於中小企業而言，國家在社會政策的態度上，所採取

的是經濟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也就是說，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限

縮了社會保障體系擴張的力量，主要是因為國家為了促進企業的國際競爭優

勢，因此透過國家補貼的方式壓抑非薪資勞動成本，並且將保障涵蓋範圍限

縮在大型企業。臺灣生產體制主要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結構，透過中小

企業的彈性化，以及對勞工力量的壓抑，能夠以出口導向發展策略在國際競

爭中獲得特定的競爭優勢（Haggard, 1990; Haggard and Kaufman, 2008）。

然而，此一雙重企業結構體系是建立在發展型國家的基礎上。也就是

說，在此一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國家扮演著協調者以及領導者的角色，

不僅有效地干預產業發展以及形塑企業結構體系，且更進一步形塑了臺灣社

會政策體系的發展。發展型國家是東亞資本主義體系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因

為後進工業國家，在自由競爭發展的過程當中，容易處於不利的位置，而必

須要依賴國家非市場性的干預政策，促進其工業化的進程。因此，為了確保

國家在政治上以及經濟上能夠在國際上生存，國家必須積極地介入社會各個

層面，以確保其有效地促進經濟發展並追趕上先進工業國家（Johnson, 1982; 

Wade, 2004）。「發展」本身即為一種意識型態，國家必須透過不同社會層面的

制度設計，發展出特定的資本累積結構或是體制。此一資本累積結構，一方

面必須能夠支持經濟成長，進而有助於資本的累積和調節經濟體系，以減少

資本累積的阻礙；另一方面，則是國家必須透過社會制度以及其他的方式，

讓此一發展的意識型態能夠滲透市民社會，讓國民願意且樂意從事發展與累

14   戒嚴（1949–1987）之前，可說是處於沒有勞工運動的時期。政府壓制工人的團結權和爭議
權，並採國家統合主義的意識型態和策略管制民間社會，將工會視為統治者政治勢力的延

伸，使工會喪失自主權。此外，臺灣資本家也用懷柔的手段，讓員工集體意識難以凝聚，

如竹科廠商用細緻的人事管理策略，試圖壓抑勞工的工會意識和行動。縱使從 1980年代
起，藉由政治民主化的壓力，陸續出現勞工抗爭或集體行動，但勞工階級的認同並沒有轉

換為勞資抗爭意識的支持。且抗爭的出現與勞動條件惡化有直接關係，並主要存在於個別

企業內的抗爭，難以集結成跨產業的集體力量。而國家對工會和勞工運動的約束和管制遠

超過對勞動三權的尊重和對資方的約束（李允傑，1999；邱毓斌，2011；謝國雄，1997）。



58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積的行為，更重要的是創造合法剝削勞工的體制：

即國家處於一種生存競爭的環境中，或至少投身或致力於國際間的

經濟競爭。其次，在國境內，差別待遇與競爭成為一種合理的、習

慣性的生活方式，進而提供了國家政策上以「差別待遇」的方式，

來進行「累積」與「發展」以達到國家生存與政權合法性的目標，

而在國民的日常生活層面，也存在著所謂的「累積的」、「發展的」

或「自我剝削」的社會結構，即在差別待遇的環境或觀念下，在客

觀與主觀的生存壓力中，藉由自我剝削與相互剝削的方式，以期求

達到累積、發展的目的。也就是說如果發展不可能或減緩了，一再

的自我剝削與犧牲也就失去了目的與價值，差別待遇的環境與觀念

也無法持續（李易駿、古允文，2003: 205）。

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型國家體系的社會政策即被認為是鑲嵌並且從屬

於經濟政策底下，亦即社會政策並非在於促進社會保障或重分配，而是促進

經濟生產（Holliday, 2000）。從比較研究中，可以發現臺灣早期社會政策體系

並非是以去商品化的年金保險體系為主要的擴張標的，反倒是促進勞動力商

品化的教育訓練體系成為主要的擴張目標（Deyo, 1992; Haggard and Kaufman, 

2008: 130–132; Lee and Ku, 2007; Wibbels and Ahlquist, 2011: 132; 李易駿、古

允文，2003）。因此，我們可以發現臺灣的社會保險體系涵蓋率有限。1979年

時，臺灣的勞工保險涵蓋率不到 25％（圖 1），且勞工保險在 1980年之前並

沒有明顯的擴張（Kwon, 1998: 44）。之後涵蓋率的增加，主要是因為勞動商

品化（亦即薪資勞工的增加）；其次，則是因為透過修法逐漸擴大涵蓋範圍，

從原先的僱用勞工在 10人以上的工廠、公用事業工人等為對象，到 1979年

修法之後，被保險人的範圍已經擴張到僱用 5人以上之公司行號；1988年的

修法則進一步擴張到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及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林萬

億，2006）。

簡單地說，在民主化時期之前，受限於經濟發展策略以及其以中小企業

為主的資本主義體系結構，去商品化的年金體系並沒有得到高度的發展（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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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臺灣各類年金體系涵蓋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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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工保險局（2011）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1）；自行計算。

liday, 2000）。更重要的是在此背景下，深化了勞動市場與社會保障體系的二

元性。一方面，在軍公教部門以及大型企業和國營企業的核心勞動者，享受

相對具有保障的社會保障體系；另一方面，處於中小企業的邊緣勞動者，受

限於企業規模以及企業負擔社會保障體系成本的能力，只能依賴有限的社會

保障體系，或者是依賴傳統的福利供給（如：家庭）以及市場。在此一背景

下，其發展主義制度的遺緒以及資本主義結構也持續地影響了民主化之後臺

灣年金體系的發展。

肆、民主化後的臺灣國民年金發展

臺灣民主化的過程約從 1980年代中期解嚴開始，然後經過一連串的社

會運動進而帶動政治自由化。而且從 1980年代中後期之後，臺灣社會政策

亦逐漸地呈現蓬勃發展的情況，特別是在 1990年代之後，包括像是全民健

康保險、老農津貼和中低收入戶老人津貼等。民主化雖然於 1980年代中期

15   計算方式為：各類被保險人口數╱（15–65歲總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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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開始，但是要一直到 1990年代初期，老年經濟安全的議題才開始被重

視，且在此後的選舉中成為重要的議題之一。因此，接下來我們會分析 1990

年代，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國民年金議題討論的狀況。最後，2000年之後，民

進黨主掌政權，雖然面臨了立法與行政的不一致，但是最終於 2007年通過了

國民年金法案。

一、1990年代—民主建構期

在民主化之前，臺灣社會保障體系主要都是為了維持其社會穩定性，同

時也需要促進其經濟發展的發展型國家目標。雖然在威權政體底下，卻能夠

透過高度的國家自主性達成社會穩定以及經濟發展的目標。然而，民主化

後，國家自主性程度下降，公民社會組織團體和民進黨開始成為影響或甚至

是主導社會議題的主要力量之一，使得臺灣社會保障體系不僅要避免對經濟

發展目標有所損傷，同時也必須作為合法性工具以及回應社會需求的政策

（Aspalter, 2002; Peng and Wong, 2008; 2010; 林萬億，2000；傅立葉，2000）。

換言之，臺灣民主化之後的社會保障體系發展，呈現了左支右絀的困境，一

方面不希望年金體系的建構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另一方面年金體系也同時

要作為壓抑社會運動以及回應社會需求的工具，以爭取支持和合法性的政策

（林萬億，2000；傅立葉，2000）。

雖然在 1980年代中期解嚴之後，臺灣即已經歷了民主化的過程，但是在

1980年代中期到 1992年之前，老年經濟安全一直沒有成為社會主要議題之

一。不過，在 1988年時，國民黨十三全會決議讓國民黨立委可以自行提案，

再加上立法委員提案的連署人數門檻降低，這兩點提高了立法委員在政策上

的影響力（施世駿、葉羽曼，2011: 63）。因此，1990年時民進黨為了掌握

政策議題，於國會中提出國民年金的議題，但此一議題並沒有真正發酵。一

直到 1992年時，民進黨立法委員參選人蘇煥智於臺南縣參選立法委員選舉

時，提出了老人福利年金的政見，之後國民年金才逐漸成為主要的社會議題

之一。

當時的主要反對黨民進黨，希望能夠透過社會福利議題的深化作為動員

選舉的工具（林萬億，2000）。而之所以能夠形成主要議題，主要是因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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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兩點，第一，傳統職業分立的社會保障體系所造成的階層化，形成了潛在

的階層衝突，且是與族群相對應的階層。臺灣的外省族群在特定的歷史時空

下，不僅能夠在勞動市場中佔有優勢地位，且因而享有相對優渥的社會保障

體系；相對之下，所謂的本省人，往往無法在勞動市場中取得優勢位置，而

處於邊緣部門，並被排除於社會保障體系之外（Lin, 2005; 林國明，2003）。

此一沿著族群差異所建立的福利階層化，成為民主化之後政黨或是政治人物

從事選舉動員或是政治動員的重要基礎（Lin, 2005; 傅立葉，2000: 243）。

第二，此一動員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是依賴其選舉制度的設計。當時

的選舉制度是複選區制，也就是MMD/SNTV。16換言之，候選人不需要如

單一選區一樣獲得超過一半的選票，而僅需要一定比例的選票即可當選。因

此，針對特定族群的社會保障體系，或者具有功能對等項的政策容易被候選

人提出（Estévez-Abe, 2008）。當時臺南縣民進黨立法委員候選人蘇煥智即是

在類似的選舉制度底下，有效地利用了既往社會保障體系分立所造成的階層

化，提出了老年年金的議題。從林萬億（2000: 107）引述當時 1992年於臺南

縣參選立法委員的民進黨代表蘇煥智的話語中，可以發現這樣的情形：

在走訪農村的過程中，常常和當地的老人家們在樹下、廟前、田埂

邊閒聊，聽到他們對生活、對地方建設、對政治的看法。「隔壁老

芋仔多好咧！整天遊手好閒，一個月還有一、兩萬得領。」「人老

了，囡仔都不理我啊！又把我的田賣了！」「如果咱可以像老芋仔

那樣，每個月領同樣的錢，你們覺得如何？」

此一策略主要是建立在當時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平等，再加上針對當時臺

南縣選區之選民結構特性，強化核心勞動者與邊緣勞動者的不平等待遇。因

此，此次選舉蘇煥智獲得前所未有的勝利。此一勝利也帶動了國民年金議題

16   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single-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是一種用於複數選區
的選舉制度（voting system）。在此制度下，一個選區內有多位候選人競逐多個議席，而每
位投票者只能投一票給一個候選人。票數以候選人個人計算選區有幾個席次，則得票數前

幾高的候選人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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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化。然而，更重要的是，因為既有勞動市場結構的分化，再加上國民年

金議題在選舉中逐漸深化，使得之後對年金體系的集體行動是建立在勞動市

場結構、族群的分化之上（Lin, 2005）。17 Stephens（1979）對西方福利國家

的研究也證明了，此一分化會削弱集體行動的誘因，而不利於未來國民年金

體系的整合。就如之前所說，臺灣年金體系是建立在威權體系以及進口替代

策略的政治經濟脈絡上。因此，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為了進口替代的發展

策略之實施，必須透過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鞏固其治理合法性，進而形成政

治分配聯盟，而且形成了雙元勞動市場結構。此一政治分配聯盟與雙元勞動

市場結構所結晶化的差別待遇體制，進一步形塑了之後年金政治的發展。換

句話說，在 1990年代初期所興起的國民年金議題，主要是因為歷史制度所殘

留下來的遺緒，使得民進黨能夠透過此一議題取得選舉上的政治支持。而此

歷史制度遺緒是建立在其資本主義體系結構之上，雙重企業結構的發展型國

家體制，一方面，社會保險體制是建立在政治侍從主義以及以進口替代為基

礎的大型國營、黨營以及私人企業之上；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主義則是建立

在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出口導向政策上，而這些中小企業往往是本省菁英或是

地主所形成的（Fields, 1995）。

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則是企圖建立以社會保險為原則的國民年金體

系，在 1994年提出將國民年金當作基礎年金，並以公、勞、農保等為附加年

金，形成涵蓋全民的單一制國民年金體系（詹火生，1996: 96–97）。但是，

在當時國民黨政府主導的國民年金規劃中，依然可以看到發展主義遺緒的影

響。1994年執政的國民黨亦由不同的主管機關提出不同的年金政策草案，包

括了農委會的農民年金保險條例草案、內政部的國民年金立案要點，以及勞

委會所規劃的勞動者年金立案要點。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內政部所規劃的國民

年金體系，於 1993年 4月間成立「國民年金制度研議小組」，開始著手規劃

17   這一點得益於 Rudra（2008）。她指出由於新興工業福利國家多以差別待遇體制的福利體
系為主，因此容易分化其勞動行動者，也削弱行動者之間形成集體行動的誘因。不過就如

同 Lin（2005）所指出的，臺灣除了勞動市場結構的分化之外，同時勞動市場結構的分化
也是沿著所謂的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族群分化。因此，我們指出臺灣在國民年金體系的議題

上，無法形成集體行動的因素可能是來自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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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制度以提升老人經濟安全，隨著 1993年 10月縣市長選舉的老人年

金論戰爆發之後，更加速其規劃研議的進度（詹火生，1996: 96）。在主管機

關意見紛歧之下，行政院指示經濟建設委員會（經建會）成立「國民年金制

度指導小組」以及「國民年金制度規劃小組」。此一業務的轉移，最重要的意

涵在於其發展主義遺緒的影響。經建會在臺灣的經濟發展史中，佔有主導的

地位（Wade, 2004）。因此，此一業務上的轉移，意味著經濟官僚重新掌握國

民年金體系制度方向，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優先的意識型態主導了臺灣年金體

系發展的方向。

另外，除了繳費式的社會保險體系之外，尚有非繳費制的年金制度，包

括資產調查式的中低收入戶老人津貼以及領取資格建立在特定身分基礎上的

老農津貼。老農津貼也是第一個全國性、但是以職業類別為基礎的老年津貼

體系。然而，老農津貼制度的實施，有兩個主要的理論意涵，第一，民主化

對社會政策發展的影響是存在的。從歷史發展脈絡而言，老農津貼可以視作

國民黨政府為了回應民進黨在 1990年代早期對年金體系的呼籲，因此，老

農津貼的實施可以看作是解決其民主化之後政治合法性的政策工具之一。其

次，老農津貼的實施是延續著分立式社會保險體系建立的，農民擁有自己的

年金體系。在制度回饋影響下，使得國民年金制度更進一步朝向分立制前

進，這一點，在往後的年金規劃歷史中顯現無疑。然而，老農津貼實施最直

接的影響則是，促成社會其他各界如身心障礙者等，對普及式稅收支應的津

貼體系之偏好。而此也促使行政部門必須盡快研擬老年經濟安全政策，以避

免政策流向普及式津貼制度發展（施世駿、葉羽曼，2011: 65）。在此一時

期，民主化對社會政策的發展，不僅是出現在健康保險體系（Wong, 2004），

亦反映在年金體系上（Aspalter, 2002）。

不過，因為全民健康保險在 1995年開辦，政府不願意同時開辦兩個加重

政府財務負擔以及個人保費負擔的社會保險體系（陳琇惠，2007: 87）。當時

所提出的國民年金體系是以單一制國民年金體系為主，因此一旦開辦之後，

可能會同時增加國家財政上的負擔（因為臺灣長期以來保費補貼的方式）（唐

文慧、葉書毓，2006: 76），和企業的非薪資勞動成本（唐文慧、葉書毓，2006: 

78）。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發展型國家體制，是建立在彈性化勞動體制以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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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成本的競爭基礎上，一旦開辦兩個社會保險體系，勢必增加企業的非薪

資勞動成本，而削弱臺灣的比較利益（黃耀輝、薛立敏，1996）。

再者，發展主義遺緒對年金體系規劃的影響，更顯示在經建會對年金體

系規劃的偏好上。首先，在制度的選擇上，承襲以往社會保險體制的制度遺

緒，經建會對國民年金制度呈現相對保守的態度。1997年，國民黨立法委員

認為必須盡快開辦國民年金制度。因此，行政院提出兩種國民年金制度，一

是以調高營業稅為財政基礎的「津貼型年金」、另一則是繳費式的「保險型年

金」。不過，經建會的國民年金規劃小組認為年金保險應該建立在權利（領取

給付）與義務（繳納保費）對等的原則上（施世駿、葉羽曼，2011: 65–66）。

其次，因為以往臺灣社會保險體系建立在職業分立的基礎上，年金保險體系

的整合即成為另外一個考量。一開始，經建會希望能夠走向大整合式的國民

年金體系，亦即能夠將所有國民納入國民年金體系中。不過，在 1998年由經

建會提出的國民年金制度規劃報告中，即預計採取社會保險制，以「業務分

立、內涵整合」為基礎的分立式國民年金體系，也就是俗稱的小整合模式。

此一方案目的在於維持現有的軍公教及勞保的業務運作，但是建立獨立的基

礎年金保險，並且由各主管機關規劃與所得相關的附加年金體系。此一構想，

一方面，是囿於現有社會保險體系整合不易；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能夠透過

分立式國民年金體系的架構，排除既有的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減少國家財政

負擔，以及壓抑企業的非薪資勞動成本。此一限制主要來自於其經濟發展策

略對國家財務以及企業財務負擔能力的限縮。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出口導向發

展策略，且建立在以彈性化勞動市場和低勞動成本的比較制度利益，嚴重地

限縮了臺灣企業，主要是中小企業對非薪資勞動成本的承擔能力（Kim, 2010; 

Whitley, 1999）。任何增加非薪資勞動成本的社會保障體系都可能損害企業在

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優勢，也限制了國民年金的選擇性。此一小整合式的國民

年金體系一度預計在 2000年實施，但因為 1999年 921地震的因素，當時的

行政院長蕭萬長宣布國民年金體系延後實施（陳琇惠，2007: 87）。18

18   當時 921地震發生之後，行政院長蕭萬長表示，經建會評估暫緩國民年金的實施，並且於
一年後再度評估實施時間：「（經建會人力規劃處長）劉玉蘭指出，921大地震之後，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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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此一時期臺灣福利體系雖然受到民主化力量的鼓舞呈現擴張的趨

勢，但是國民年金體系的規劃受限於既有體系的財政負擔，和經濟發展策略

的限制，使得臺灣在此一時期年金體系僅著重於針對特定族群（以往被排除

於年金體系之外的農民）和相對弱勢的中低收入戶，並且以稅收為主的津貼

體系為主。但是，此一發展軌跡，一方面建立在 Pierson（1994）所謂的福

利領受者的利益群體，使得之後農民不願意加入國民年金體系，也強化了既

有社會保障體系中的差別待遇體制結構，不僅沿著職業的分化，也沿著族群

的分化（Lin, 2005），更進一步削弱了行動者採取集體行動的誘因（Rudra, 

2008）；另一方面，社會津貼體系的擴張也削弱了國家的財政能力。顯然

地，此一資本主義結構性的限制並不體現於個別行動者的偏好上，主要是因

為臺灣的企業結構體系，特別是企業之間的關係與整合，以及企業與其他行

動者之間的協商體系，無法形成制度化的集體行動以及協商體系。但是，結

構性的影響，卻顯示在國民年金體系規劃的業務轉移到經建會，以及經建會

對國民年金制度設計的偏好上。基本上，此一時期經建會對於國民年金制度

設計的偏好，體現了臺灣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限制，也影響了之後國民年

金規劃的過程與制度選擇。

二、2000年之後的民主鞏固期

2000年的總統大選，不僅是臺灣政治史上的轉折點，亦是社會福利體系

的轉折點。然而，在相對左翼的民進黨執政之後，依然可以發現臺灣資本主

義結構體系對社會福利政策的結構性限制之影響。在 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提出了「333安家福利專案」，其中一項即是實施普

及式的全國老人津貼體系，65歲以上的公民皆可領取每個月 3,000元的津

   地區各項公民營設施損失嚴重，政府為籌措災後重建經費，財政需求龐大，究竟需要多少
經費，目前還沒有確切的數目。基於短期間政府收支緊絀，為避免增加政府財政負擔，因

此建議國民年金制度延後辦理。劉玉蘭表示，目前國民年金法草案仍在內政部研議中，如

果這項制度要延後一年以後再評估實施的時間，就不必太急於在這個會期通過立法。預定

一年之後再評估，可以確定明年底以前不可能實施，最快可能要二年後才能實施。」（陳嘉

宏、謝錦芳，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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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2000年總統大選，民進黨獲得選舉勝利。不過，民進黨執政之後，使得

臺灣憲政體系的問題逐漸浮現。主要是因為臺灣憲政是採取傾向總統制的雙

首長制度，行政院長並不需要立法院的同意，但是行政院長必須向國會負

責。另一方面，民進黨在 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僅獲得 40%的民意支持，再

加上立法院一直以來皆是所謂的泛藍（泛國民黨）佔有超過二分之一的優勢。

因此，形成了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分立，造成了行政與立法的對峙（施世駿、

葉羽曼，2011: 67 –68），也激化了政黨之間的對抗性與對立。

傾向中間偏左的民進黨執政之後，雖然帶動了對國民年金議題以及其他

社會福利議題的討論，但是受限於經濟情況的惡化，使得執政的民進黨政府

必須重新思考社會福利政策的方向，以及國民年金體系其他的可能性（Hag-

gard and Kaufman, 2008: 228）。就國民年金而言，當時經建會提出三種主要制

度方案，分別為社會保險制、儲蓄保險制和全民提撥平衡基金制。不過社會

各界對於制度選擇依然有所爭論，特別是對於社會保險制度或是儲蓄保險制

度的爭論（唐文慧、葉書毓，2006: 79–80）。當時民進黨政府傾向以儲蓄保險

制度為主（陳鈺婷、黃婉婷，2002）。根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1）

的報告，儲蓄保險制度與全民提撥平衡基金制度對國民總體經濟的影響是相

對較少的，此種考量清楚地體現了臺灣資本主義體系以及發展主義遺緒的結

構性限制。社會政策依然從屬於經濟發展底下。

雖然如此，民進黨政府執政之後，最顯著的改變在於市民社會團體在社

會福利政策決策中的角色。由於當時政府主張以儲蓄保險制度為主，但時任

國策顧問的劉俠（伊甸基金會創辦人）與陳水扁總統會面過後，總統承諾國

民年金採用社會保險制度，19並且每兩個月親自與社會福利團體見面溝通

（陳鈺婷、黃婉婷，2002）。因此，於 2002年的「全國社會福利會議」中決

定國民年金以社會保險制度為主。其制度架構維持前一階段「業務分立」的

分立式國民年金體系（陳琇惠，2007: 87）。換句話說，大整合式的國民年金

體系從 1990年代末期之後，雖然仍出現在制度方案的選擇中，但是一直不

19   劉俠拒任總統府國策顧問所形成的輿論壓力，使得當時的陳水扁總統必須依照社福團體的
訴求，讓國民年金體系規劃朝向社會保險制度（施世駿、葉羽曼，201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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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選擇。從經建會接手之後，發展主義意識型態依然貫穿了國民年金體

系的制度選擇。即便發展主義意識型態是建立在發展型國家體制的國家自主

性上，民主轉型雖然或多或少削弱了國家自主性，但是發展主義的意識型態

依然存在於社會政策的制訂過程中。然而，我們認為發展主義的意識型態是

來自於國家本身受限於其發展策略的影響。因為，民進黨執政之後，全球競

爭益趨激烈，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必須面臨更龐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同

時也必須面臨國內國營企業以及大企業的價格壟斷，因此低工資成為維持生

存的主要手段之一（Deyo, 1989; Kim, 2010; 黃崇憲，2010: 160–161）。因此，

可以說制度結構性的限制（資本主義體系結構），限縮了臺灣國民年金體系

的制度選擇。

另一方面，2000年民進黨政府執政之後，為了實現其選舉政見，於 2002

年開辦的敬老福利生活津貼，去除身分類別，不過卻是建立在所謂的排富條

款的資產調查條件之上。就選舉策略而言，津貼體系屬於直接可感受到的福

利，因此有利於選票的爭取。雖然民進黨政府面臨著分立政府的困境，但是

透過選舉壓力，促使在野力量必須通過敬老福利津貼的立法，且考慮到原住

民的特殊性，將其領取的年齡資格降到 55歲。此外，老農津貼逐漸成為選舉

中主要競相加碼的場域，從 2003年的 3,000元，上升到最後的 6,000元，甚

至在 2011年時，民進黨與國民黨皆提出了更高的給付水準。至此，各類老

年生活津貼和既有的勞工保險與軍公教保險幾乎涵蓋了全民，不過職業分立

體系的結構並沒有被消弭。基於此，民主化（選舉競爭）的確促使臺灣的社

會福利政策進一步地發展，不論是制度的涵蓋率或者是給付水準，特別是各

類老年津貼制度。但是，我們要指出的卻是此一建立在選舉競爭的老年津貼

制度，加深了臺灣年金體系的分立，以及限縮了國民年金體系的制度選擇。

施世駿和葉羽曼（2011: 70）指出：

不同的敬老津貼發放，固然是因應年金制度遲未完整建立的權宜措

施，卻也猶如潘朵拉的盒子一般，一旦打開後便開啟政黨競逐加碼

的循環，形成此時相關年金制度選擇的環境制約因素（受訪者

001，005，009）。在往後的年金政策討論中，敬老津貼發放一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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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阻礙整合性年金制度建立的干擾。由於津貼毋須負繳費義務、其

所可見的利益也具有短期效益，讓受益民眾產生權利意識與領取津

貼的期待；同時在無底洞式的加碼下，反而使原本討論中的國民年

金政策研議停滯，不易說服受益者再度回歸到繳費與給付對等的社

會保險原則。

雖然津貼體系因其政策特性，不僅在選舉策略中被視作是主要選票爭取

的工具，且另一方面，津貼可以迅速解決以往軍公教以外的老人經濟安全問

題。但是，津貼體系的制度化造成了兩點後果，第一，因為選舉競爭而過度

擴張的津貼體系，造成了國家財政上的排擠效果（施世駿、葉羽曼，2011）；

第二，福利政策的制度化，會形成政策回饋效應，像是政策所形成的既得利

益者會抵抗其政策的改革（Pierson, 1994）。換句話說，民主化所造成的選舉

競爭，雖然有利於社會政策的發展，但卻限縮了國民年金制度選擇的可能性

與路徑。

從國民年金保險規劃以來，是否與其他年金保險整合，包括費率、給付

內涵或是實質的保險人部分皆是爭議焦點。在 1995年全民健康保險實施之

後，普及性的社會福利政策被視作是社會凝聚的制度基礎（Kwon and Holli-

day, 2007）。因此，從社會凝聚以及社會正義的角度來看，社會福利界傾向

整合式的國民年金體系（施世駿、葉羽曼，2011: 71–72）。因此，此階段的國

民年金體系，在市民社會與政府之間無法形成共識，而無法送立法院審查。

但是，社會福利運動團體在臺灣的社會福利體系中缺乏集體行動的組織基

礎，在較為長期的政策過程中無法持續地影響政策走向（Mares, 2003）。換

句話說，即便社會福利運動團體在民主化進程裡，逐漸地浮現為社會福利政

策形成中的重要行動者之一，但是缺乏集體行動的力量，使得他們無法有效

地影響政策的走向。

在 2005年之後，由社會福利學者出身的傅立葉政務委員負責規劃國民年

金制度，這使得社會福利團體對國民年金制度設計有著更進一步的影響力。

延續之前社會保險制作為主軸，依「國民年金工作圈」規劃方向設計國民年

金體系，由社會福利團體、朝野兩黨及行政部門共同研商具有共識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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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如前述所言，社會福利團體之間存在著集體行動的問題，且更重要的

是，勞委會因為財政問題，不僅勞保的財務問題可能會拖垮國民年金體系的

財務，再加上年資與投保薪資整合上的困難，故不願透過擴大勞工保險作為

國民年金制度的基礎。因此，最後勞工保險與國民年金制度之間銜接的議題

成為討論的核心之一，整合式國民年金體系幾乎完全沒有空間（施世駿、葉

羽曼，2011: 73–74）。之後不久，由林萬億教授接任政務委員，重新與社會福

利團體協商國民年金政策。先前社會保險體系的制度化，造成制度的既得利

益者甚至相關行政部門均抗拒制度的改革。就如同我們前面所述，社會保障

的制度分立所形成的制度遺緒，限縮了國民年金制度選擇的路徑，雖然由社

會福利學者出身的政務委員作為協調國民年金政策的主導者，但是受限於制

度分立的制度遺緒，再加上分立政府的困境，並無法扭轉國民年金朝向分立

式路徑前進。

2006年行政院召開「臺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會中對於國民年金規劃

雖然有共識，特別是指出國民年金應該整合勞工保險，成為整合式的國民年

金體系（Mares, 2003: 24–25），然而，這其實仍與之前的規劃有所差異。從

1990年代末期開始，一方面為了避免增加企業額外的非薪資勞動成本，另一

方面，因為整合式國民年金體系會面臨制度整合的困難，無法在短時間內解

決，進而影響國民年金制度開辦的時間，因此規劃方向即已傾向分立式的國

民年金體系（陳琇惠，2007: 88）。經續會中社會安全組最後結論有關國民年

金的部分是：「國民年金的保障對象，應以涵蓋全體國民為原則⋯⋯國民年

金相關規劃應以制度之可行性為前提，考量當前各項社會保險制度之特性，

並與勞保年金化同步推動施行。」（經續會，2006）但是，從 1990年代末期，

以及 2005年內政部再度重新規劃國民年金體系時，以全體國民為被保險人

口的大整合式國民年金體系就已經不再是選項之一了，特別是 2005年之後，

內政部所規劃的國民年金體系即是以勞保內涵的分立式國民年金為主。

經續會希望在 2007年時，能夠通過國民年金法案，並與勞保年金化同步

推動施行。會後，內政部將「推動國民年金制度計畫」納入「2015年經濟發

展願景之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第一階段三年衝刺計畫」之十二項執行計畫之

一。國民年金在 2007年送交立法院審議時即是以分立式社會保險體系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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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勞保條例年金化同時作為包裹立法（立法院公報處編，2007a），20且在隔

年 1月國會選舉以及 3月總統選舉的壓力下，很快通過立法（立法院公報處

編，2007a；2007b），21於 2008年 10月開始正式實施。但是，當時作為包

裹立法的勞保年金化卻因為在所得替代率、費率及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等問

題無法形成共識，而未能於當時一起通過（陳惠蓉，2008: 98）。國民年金體

系其涵蓋人口即是非加入勞工保險及軍公教保險的人口群；第一年保費為

6.5％，第三年則調高 0.5％，之後每兩年調高 0.5％至最高 12％；其中政府

將會負擔 40％，其餘部分則由個人承擔。給付部分則是根據兩種公式擇優計

算。22另外，國民年金有最低保障的規定，不過領取資格卻有附帶條件。23

在超過 15年的國民年金規劃過程裡，毫無疑問地，民主化是其中重要的因

素，特別是 1990年代初期，在政黨競爭下，老人年金的議題成為選舉的主要

議題之一。然而，我們認為民主化對臺灣年金體系發展的影響是受限於臺灣

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遺緒。立法過程中，雖然少論及國民年金體系對資本

主義體系的影響，但是從規劃過程，特別是制度選擇上，即已呈現臺灣國民

年金體系的制度選擇背後主要的因素是建立在對臺灣資本主義體系競爭優勢

以及發展主義遺緒的考量上。在國民年金法通過之後，基本上，臺灣年金體

系的結構也大致定型，2008年的勞保年金化以及排除農民於國民年金體系之

外，這兩項修法並沒有改變臺灣年金體系的基本制度結構。

國民年金的單獨通過卻引起了兩項爭議，即是勞保年金化以及農民是否

納入國民年金體系的問題，因此，2008年 7月時針對這兩項議題進行修正。

第一，即是基礎的國民年金體系已經通過，但是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卻依然是

20   《立法院公報》，第 96卷，第 49期，委員會紀錄。雖然行政院版本是勞保年金化和國民年
金包裹立法，但是行政院版的勞保條例年金化並未同時送達立法院審議。當時，主要審查

王榮璋委員等 65人擬具之「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爾後，行政院版本才送達
立法院審查。

21   根據《立法院公報》（第 96卷，第 49期，委員會紀錄；以及第 96卷，第 59期，院會紀錄），
國民年金法案於 2007年 5月 3日函送立法院審議，同年 7月 20日三讀通過。

22   A式：年資×平均月投保薪資×0.65％＋3000。B式：年資×平均月投保薪資×1.3％。
23   下列三種情形，不得請領國民年金最低保障：1.有欠繳保險費期間不計入保險年資情事；

2.發生保險事故前一年期間之保險費有應繳納而未繳納之情形；3.領取相關社會福利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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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給付。因此，在國民年金通過時，即希望勞保儘速年金化，而且勞保所

得替代率不能低於國民年金體系。所以，勞保年金化在國民年金通過之後成

為主要議題之一。當時，包括如勞委會、24勞工團體25和立法院（立法院公

報處編，2007b；2008a；2008c），26都希望盡快通過勞保年金化的修法。勞

委會認為勞保年金化主要是建立在兩個考量上，首先，是對勞工退休經濟安

全的保障；其次，為勞工保險財務危機的考量。勞委會如果未在國民年金法

開辦時，通過勞保年金化，勢必影響勞工保險的財務（陳惠蓉27，2008）。勞

保年金化的議題本身並沒有太多的爭議，在立法過程中，最大的爭議則是集

中在保費以及所得替代率（立法院公報處編，2008a；2008b）。行政院版本

規定保費為 5.5%，爾後逐年上升到 11%，而且老年給付的所得替代率是訂

在 1.1%；王榮璋委員等 65人所擬具的版本亦同；但是，全國產業總工會

（2007）則是希望能夠將保費提到 1.5%。而最後勞保年金化的修正主要有下

列三點：第一，老年給付的方式將由一次給付改為年金給付，不過也保留勞

工選擇年金給付或是一次給付的權利；第二，為保費費率和所得替代率的部

分。保費費率為第一年 7.5％，費率由第三年起調高 0.5％，其後每年調高

0.5％，至 10％當年起，每兩年調高 0.5％，上限為 13％。據估計將在 2027

年左右保費費率會調至最高。所得替代率的部分，則為 1.55％，換句話說，

一旦可以領取全額年金，那麼每月的所得替代率將會高達 46.5％；第三，老

24   勞委會 2008年 4月 8日的新聞稿指出，因為國民年金法規定，未滿 65歲國民於國民年金
開辦前已領取勞保老年一次給付者，應參加國民年金保險。故勞保年金一旦無法通過，請

領老年給付者將會增多，而引發勞保基金不足支應給付需求。因此，希望能在國民年金體

系正式開辦之前通過勞保年金化的修正（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8）。
25   全國產業總工會在 2007年 9月以及 10月亦呼籲立法院儘速通過勞保年金制度的修法（全
國產業總工會，2007）。台灣勞工陣線也於 2007年 12月 6日發布新聞稿，指出社會福利、
勞工、婦女與學術界共同成立的「搶救勞保年金聯盟」希望能夠將勞保年金列為最優先法

案，並且儘速通過（台灣勞工陣線，2007）。
26   在國民年金三讀通過之後，王榮璋委員就指出勞保年金化將是最為迫切的問題（《立法院
公報》，第 96卷，第 59期，院會紀錄）。另外，根據立法院的委員會紀錄（《立法院公報》，
第 97卷，第 15期，委員會紀錄），可以發現一般認為國民年金通過之後，一次給付的勞
保將會面臨因為大量退休而產生的財務問題，再加上制度銜接的問題，使得勞保年金化修

正的壓力增大。或是參見《立法院公報》，第 97卷，第 47期，院會紀錄。
27   陳惠蓉，當時任勞委會勞工保險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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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給付請領年齡將逐漸提高至 65歲。第十年提高一歲，其後每兩年提高一

歲，以提高至 65歲為限。也就是說約在 2026年時退休年齡將達到 65歲。

勞保年金的修正案，再度顯示臺灣年金體系在民主化之後左支右絀的窘

境。在政黨競爭的情況下，希望能夠提高所得替代率，同時壓低保費，加以

爭取選票（立法院公報處編，2008a）。28壓低保費其實也是考慮到臺灣中小

企業非薪資勞動成本負擔能力不足的情況，這很清楚地呈現在企業方的觀

點，全國商業總會指出，如果勞保年金採用較高的所得替代率，將造成勞保

財務短缺，「短缺的部分應該是屬於社會福利，應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不應

由調升費率來因應」。因此建議「費率調整應該考量整體經濟環境變化，不

能以每年（或每兩年）固定比率之方式調整，應該在整年度經濟成長率至少

達到 6%以上方可調整」（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2007）。雖然，企業對高所

得替代率以及保費逐年提高表示反對，然而，臺灣的企業結構，是以分散的

中小企業為主，再加上並沒有制度化的組合主義可以作為制度協調的機制，

因此，企業並沒有有效地集體行動參與勞保年金化的協商（Whitley, 1999）。

然而，行動者的無法作為，不代表結構限制的失效。事實上，臺灣勞保的財

務機制是採用部分提存準備制，根據勞委會的估算，勞保年金化通過之後，

其潛藏債務在短短兩年中迅速增加 1.2兆，累計約 6兆的潛藏債務。迅速增

加的潛藏債務，一方面反映了臺灣人口結構老化的現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

勞保年金低保費╱高所得替代率的情況（陳素玲，2012）。29低保費不僅是

減少勞工的保費支出，同時也降低了企業的非薪資勞動成本。此一矛盾反映

了臺灣資本主義體系對年金制度的結構性限制。

其次，在 2008年的另一年金改革即是將農民排除於國民年金體系之外。 

國民年金體系原擬將農民納入保障人口之列，然而，卻引起了農民團體的抗

議。原先的農民保險，政府負擔了保費的 90％，並且還包含了其他國民年金

28   參見《立法院公報》，第 97卷，第 15期，委員會紀錄。在立法院的討論過程中，有關勞
保年金在保費及所得替代率設計的考量，是以勞工為核心，而且最後通過的版本也最為接

近全國產業總工會的呼籲。

29   根據勞委會的估算，在目前的情況下，所得替代率一旦達到 1.55%，保費費率需高達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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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沒有的給付，而且可以每個月固定領取老農津貼 6,000元。對於農民而言，

國民年金體系等於是一種變相的福利削減，因而有農民與國民年金脫勾的要

求出現。換句話說，老農津貼實施後，在政黨競爭的背景下，給付的水準越

來越高，老農成為制度領受者以及擁護者。因此，當時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

英九，為了爭取農民選票，而承諾農民應該與國民年金脫勾，並且維持現有

老農津貼的給付水準。30 2008年 7月通過國民年金法的修正案之後，分立的

年金體系更進一步被強化；也就是制度（老農津貼）的自我回饋，更進一步

強化了分立的臺灣年金體系。

在 2008年國民年金體系實施之後，臺灣年金體系如圖 2所示，呈現職業

分立的社會保險式年金體系結構。第一層即是由國民年金、勞工保險和老農

津貼所組成的年金體系結構。前面兩類將以社會保險原則為之，後者則是以

圖 2：臺灣年金體系結構

第三層 私人商業年金保險

第二層 勞工退休金
軍公教保險

第一層 老農津貼 國民年金體系 勞工保險

涵

蓋

類

別

農民 其他 自營業者 受僱者 藍領及白領勞工 公務員 軍人

國營事業 公家單位
軍隊

受僱者

私部門 公部門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30   馬英九強調：「在立法院新的會期，國民黨立院黨團將優先完成《國民年金法》修訂，確保
已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農民的權益，不會因為國民年金制度的實施而受到影響。民進黨政府

口口聲聲說要照顧農漁民，但是今年 10月 1日起將實施的行政院版《國民年金法》，卻未
完全涵蓋既有農民健康保險的權益，使得全國約 160萬投保農漁民，原本每個月只需繳交
78塊的保費，大幅提高到每月至少要繳交 377塊的保費。保費提高了，但是相關的喪葬、
傷殘、生育等補助卻都減少，難怪元月 4日在省農會的號召下，數千農漁民為了維護自身
的農保權益，北上陳情抗議。政府雖然回應要編列預算補貼，但馬英九認為最根本的做法

是修訂《國民年金法》，才能確保農漁民的權益。」（台灣向前行，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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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為基礎的津貼體系。第二層主要是勞工退休金的部分，目前相關的規定

主要是以個人帳戶制為主，必須建立於超過 200人以上的企業在工會或是半

數員工同意的基礎上。而軍公教保險的部分，其年金結構則是涵蓋了第一層

基礎年金和第二層職業年金的部分。第三層的部分，則是由私人商業年金保

險為之。

臺灣年金體系的建構過程和制度選擇是受制於過去的生產體制以及制度

遺緒。首先，是發展主義的出口導向發展策略形塑或是導引了臺灣勞動體制

的形成與演化過程。臺灣透過特殊代工體系作為國際競爭優勢的制度基礎來

源，但是此一結果即是零散的勞動市場制度，並且透過不同的方式控制或是

分化工會，達成勞動的政治去動員化，而限制之後行動者（勞工）形成集體

行動的可能性（謝國雄，1997）。此外，以中小企業為主的企業結構對於生

產成本非常敏感，因為必須透過壓低生產成本作為國際競爭的優勢基礎，因

此，非薪資勞動成本即成為其中的核心考量之一，而此也限縮國家對於社會

保障體系的制度選擇能力。其次是社會政策制度遺緒和政治制度之間的互

動。長期以來，臺灣的社會保險體系是建構在差別待遇體制之上，因此進入

民主化時期之後，市民社會（主要為以前被忽略的邊緣勞動者）和反對勢力

可以藉此差別待遇體制作為選舉議題。其中，短期性的津貼體系即成為能夠

在短期性的選舉中爭取選民支持的策略。此種針對特定族群的選舉策略，主

要是出自於選舉制度的設計。津貼體系的制度化卻強化差別待遇體制，以及

更進一步削弱（社會）行動者集體行動的誘因和國家財政能力（施世駿、葉

羽曼，2011）。而此兩點也使得國民年金體系，以及臺灣的年金體系被結構

化於分立式的路徑。

伍、結語

民主化對社會政策發展是否有影響？有！但是，我們認為其效果是決定

於既有的制度與體制結構，特別是資本主義體系結構。從臺灣國民年金政策

的形成過程，可以發現過去發展主義下所形成的制度遺緒，以及發展主義意

識型態依然主導了民主化之後國民年金政策的形成。臺灣國民年金體系制度



民主、資本主義與年金體系的發展：臺灣經驗的分析 75

化過程呈現了左支右絀的情況。一方面，在 1990年代初期，民主化之初，

政黨競爭的情況下，激化了潛在的老年經濟安全需求，國家在民主化之後開

始被期待能夠承擔起老年經濟安全的責任。特別是在 2000年民進黨執政之

後，民主化的影響更為明顯地表現在津貼體系，以及政策過程上（特別是市

民社會團體的納入）。因此，可以說民主化對臺灣社會政策的影響在於重新

賦予社會政策定義，不再將其從屬於經濟目標底下。但是，此一過程依然是

結構化於臺灣資本主義體系結構中，而非一個真空的過程。

但是，資本主義體系結構性的力量同時也呈現在臺灣年金體系的制訂過

程中。1990年代末期，國民年金規劃的任務由臺灣主要經濟官僚，也就是經

建會接收之後，就注定其小整合的社會保險模式，或者更甚是右傾的確定提

撥制度。這顯示了背後制度選擇的結構性限制，亦即受限於發展主義下的制

度遺緒，以及選舉制度和差別待遇體制兩者之間互動下所形成的津貼體系，

讓國民年金體系的制度選擇限縮在分立式的路徑。而此一分立式的路徑，在

2000年之後，雖然許多行動者企圖扭轉國民年金體系朝向分立式的方向，但

是都未能成功。2008年的勞保年金化以及國民年金修正案，也都沒有改變

臺灣年金體系的基礎結構，後者甚至更進一步強化了臺灣年金體系的分立式

結構。

最後，本文雖然嘗試著跳脫政治與經濟決定論的辯論，進一步從政治經

濟學的角度瞭解民主化對臺灣國民年金制度選擇的影響，但有兩點是值得進

一步討論的。首先，結構與行動的問題，一直是社會科學的核心問題之一。

這裡並不打算處理這個龐大的理論性與經驗性議題。本文從 VoC的角度分

析臺灣年金體系的過程中，所側重的是臺灣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限制如何

影響民主化對臺灣年金體系的效果；也就是說，我們認為民主化對年金體系

的影響是受限或是結構化於臺灣資本主義體系之中。此一對結構的側重展現

了對資本主義體系結構性力量的重視。對於結構的重視，也表達了行動者

（企業、勞工或是其他市民社會組織）在形成集體行動上的困境，而無法有

效地影響政策決策過程。在此一脈絡下，臺灣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限制以

及發展主義遺緒的影響在本文中即被凸顯。不過，即使如此，對結構的重視

並非意味著可以對實證經驗妥協，特別是結構性因素如何影響政策發展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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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機制。本文主要透過歷史文獻，包括立法院公報和新聞資料等等，釐清臺

灣年金體系如何受限於其特殊的資本主義體系結構以及發展主義遺緒，或者

應該說，臺灣年金體系和資本主義體系結構之間的制度互補性關係是如何形

成的，而這也是本文與其他從政治制度解釋臺灣年金體系發展的論文的主要

差異點。換句話說，本文更側重於資本主義體系結構對行動者的政策偏好形

成的影響，而非政治制度論所言，將政治制度視作形塑行動者策略的結構性

因素（施世駿、葉羽曼，2011）。本文透過臺灣年金體系的歷史個案研究，

重新將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因素帶回福利國家研究中，也指出民主化對福

利國家發展的效果是受到資本主義體系結構的影響。但是，我們認為未來應

可以透過比較研究的方式，並以質化與量化資料相輔相成，瞭解不同的社會

保障體系結構是如何鑲嵌在不同的資本主義體系結構中。如此不僅可以瞭解

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差異如何結構化不同的社會保障體系，亦可更進一步

釐清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尤其資本主義結構性差異如何結構化不同的行動

者偏好以及策略。

此外，本文依然缺乏對國際因素的瞭解。就如同 Pempel（1998）對東

亞發展型國家理論的批判，發展型國家理論過度重視國內因素對國家經濟發

展的影響，譬如說官僚體系作為理性行動者的重要性。他更進一步指出，實

際上，發展型國家的形成必須置於國際政治經濟脈絡底下，如冷戰或者是美

援對東亞福利國家的影響。本文亦面臨類似的問題，忽略了國際政治經濟脈

絡對臺灣政治經濟體系的影響。臺灣是屬於後進工業國家，在國際競爭市場

中必須依賴非市場性的經濟協調方式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如國家干

預。因此，必須要考量臺灣資本主義體系是如何在國際競爭市場中被模塑；

更精確一點地說，就是臺灣資本主義體系在國際競爭市場中為何會採取以中

小企業為主的出口導向發展策略。而此一國內企業結構與國際競爭市場互動

的結構，也決定了臺灣社會保障體系的型態。然而，現今的討論中仍然缺乏

有關此結構性的互動，或者是國際市場競爭因素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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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isting studie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emocracy and the welfare 
state tend to emphasize their linear or direct relationship. However, these stud-
ies ignore the fact that policy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transi-
tion is conditioned by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structure. In particular, in 
East Asia,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s deeply shaped by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herefore, social policy is considered subordinate to economic policy, as 
the latter limits the state’s capacity for institutional choice of soci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aims to reinterpret how democracy has affected the institutional 
choice of National Pension Insurance in Taiwan through a political economic 
perspective. We found on the one hand, that the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in the 
era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reinforced the decentralisation of working 
class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social policy in the SMEs-dominated produc-
tion regime was accented to promote 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 and, in turn, the 
issue of non-wage labour cost was highlighted. After democratisation,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 policy legacie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reinforced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design of electoral institutions prompted politicians to 
propose an allowance scheme to vie for electoral support. This furthered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Taiwanese pension system, and eventually, resulted in the 
fragmented National Pension Insurance.

Key Words: pension system, democratisation, production regim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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